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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

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 2006～2016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

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

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

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

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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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快速非农化,引发村庄空心化、人口老弱化、土地空废

化等问题[1]。为改变乡村持续衰落现象,党的十九大创新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的重大行动[2]。乡村转型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系统过程[3],有序推进乡村转型发展,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需求,也是

把脉区域乡村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4]。乡村转型是在城市外力与乡村内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

的重构,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土地利用形态和城乡关系等方面的

转变[5]。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乡村转型发展评价[6～7]、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8]、乡村转型发展格局特征[9～10]、乡村转型发

展模式[11～12]、乡村转型发展驱动机制[5]及影响因素[13]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已有研究来看,在研究内

容上,由主要对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转型[14～16]、产业发展转型[17～19]和人口转型[20～21]等单要素研究转向系统探究乡村中

“人、地、业”3要素转型研究
[7,13,22～23]

;在研究尺度上,较多关注省域
[7,8,22]

、市域
[6,10,24]

、县域
[25]
,乡镇和村域微观尺度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区域选择上,多以沿海发达地区[26～28]为研究对象,涉及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较为薄弱。武陵山片区生态环境比

较脆弱,区域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制约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29]。受资源本底、区位交通及社会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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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的驱动,县域乡村发展程度存在差异[30],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深入探究其乡村转型空间差异特征,可以针对性地落实乡村

发展战略,从而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此,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土地、产业、设施 4 个

维度构建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选择 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为典型年份,

探究 2006～2016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的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连片特困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与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武陵山片区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确定的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

四省市相交地带的 71个县(市、区)。湖南武陵山片区位于湖南省的中西部,北临湖北,西接重庆、贵州,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土地面积 9.27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43.8%。涉及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娄底市等

地 37个县市区(图 1)。2017年常住人口186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808 万人,乡村人口1059万人,城镇化水平43.28%,地区生产总

值为 4692.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713.3471 亿元,第二产业产值 1557.12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2422.49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 15.2∶33.18∶51.6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5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11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8609 元。 

 

图 1湖南武陵山片区位置及范围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数据主要包含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DEM 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7～2017年《中国县

域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湖南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各县(市、区)地方年鉴,并以 2006～2016年湖南省各县(市、

区)社会经济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补充。土地利用数据和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DEM 数据在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下载,分辨率为 90m×90m。坡度、地形起伏度

数据利用 ArcGIS10.2 软件对 DEM数据进行提取。 

1.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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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选取 

乡村转型涉及人口、土地、产业、设施等多个方面
[31]

,借鉴已有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研究成果
[8,31]

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从影

响乡村转型发展的人口、土地、产业、设施等核心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1),以测算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综合转

型度。其中,指标体系准则层包括人口转型、土地利用转型、产业转型、设施建设转型 4个维度[32]。 

1.3.2 指标权重计算 

本研究采用均方差决策法计算准则层指标和指标层指标权重[31],即计算研究时间段内各县域各指标的离差系数,以此反映其

对乡村转型贡献程度大小,数值越大,贡献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为消除各指标不同量纲对乡村转型度综合评价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 2006～2016年湖南

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16 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33],使各指标值落在[0,1]之间[7]。计算公式为: 

 

式中:r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Aij为指标数据原始值;max(Aij)、min(Aij)分别为指标数据原始值Ai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 1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指标权

重 

指标属

性 

乡村转型

度 

人口转型(0.28)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0.36 + 

农村非农劳动力占

比 
农村非农从业人数/农村从业人员总数 0.28 + 

城乡居民收入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0.36 + 

土地利用转型

(0.23) 

耕地面积占比 耕地面积/县域总面积 0.29 - 

农村居民点面积占

比 
农村居民点面积/县域总面积 0.23 - 

城镇工矿用地占比 (城镇用地+工矿用地)/县域总面积 0.22 + 

复种指数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0.26 + 

产业转型(0.25) 非农产业产值占比 非农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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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耕面积占比 机耕面积/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0.28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林牧渔业产值/农业从业人数 0.17 +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 非粮作物种植面积/总播种面积 0.24 + 

设施建设转型

(0.24) 

农村用电水平 农村用电量/农村人口 0.18 + 

公路密度 公路里程/县域总面积 0.23 + 

教育条件 普通中学学校数量 0.20 + 

医疗卫生条件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总人口 0.17 + 

社会福利水平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总人口 0.22 + 

 

(2)计算权重 

第一步,计算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rj的均值σj,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计算rj的均方差sj,计算公式为: 

 

第三步,计算指标 j的权重wj,计算公式为: 

 

第四步,计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式中:σ代表平均值;s代表方差;w代表权重;n是为县(市、区)的个数;m为指标的个数;E为各县域综合得分。 

1.3.3 地理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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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34],最初用于地方性疾病风险和相关地理影

响因素的研究[35]。相比传统统计方法,地理探测器模型没有过多的假设条件,可以克服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性,因此被广泛应

用于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
[36]

。地理探测器包括因子探测、风险探测、交互探测和生态探测 4个探测器。

本文主要借助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识别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空间异质性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交互作

用。 

因子探测可以识别主要影响因子,核心思想是地理事物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位置上,影响其发展变化的环境因素在空间上

具有差异性,若某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

定影响[37,38]。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为影响乡村转型的探测力值;L为各因素的类型;N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个数;σ
2
h和σ

2
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

Y的方差。q值的范围为[0,1],q 值越大,说明该因子对乡村转型影响力越强,反之,影响力越弱。 

交互作用探测可以分析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评估其相互作用时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对地理要素空间分异的影响[39]。

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关系有 5 种类型:当 q(X1∩X2)<Min(q(X1),q(X2))为非线性减弱;Min(q(X1),q(X2))<q(X1∩X2) 

<Max(q(X1),q(X2))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q(X1∩X2)>Max(q(X1),q(X2))为双因子增强;q(X1∩X2)=q(X1)+q(X2)为相互独

立;q(X1∩X2)>q(X1)+q(X2)为非线性增强。 

2 结果与分析 

2.1 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 

根据公式(6)计算得出 2006、2011 和 2016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域乡村转型综合评价值,为便于对不同时间点乡村转型度

指标值进行比较,采用四分位法对湖南武陵山片区 37 个县域 3 个年份的乡村转型综合发展水平指数进行等级划分,寻找 25%(1/4

分位数)、50%(中位数)、75%(3/4 分位数)位置的 3个数作为 4个等级的临界值[31],将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分为高、较高、

较低、低 4个等级,并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 2)。 

从时间尺度看,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指数均值从0.3044上升至

0.4364,增长 1.43 倍;变异系数从 0.2034 下降到 0.1667,乡村转型度的空间差异在逐渐缩小。2006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

度整体较低,83.78%的县(市、区)处于低值区或较低值区(表 2),其中乡村转型度低的县(市、区)有 23个,成片状集中分布在片区

东南部、西北部;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市、区)有 8 个,主要分布在片区东北部和南部;乡村转型度高或较高的县(市、区)仅有 6

个,空间分布较为分散,零星散布在片区内。201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较 2006 年有所提高,低值区县域数量大幅减少,

乡村转型度低的县(市、区)降至 8 个,主要分布在片区东南部、西北部;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市、区)有 14 个,广泛分布在片区

的南部、西部和北部;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市、区)有 8 个,集中分布在片区中部、东北部;乡村转型度高的县(市、区)有 7 个,

主要出现在鹤城区、武陵源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在脱贫攻坚实施背景下,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相

比于 2006年整体水平提升较快,97.3%县(市、区)处于高值区或较高值区,乡村转型度低的县(市、区)消失,其中乡村转型度高的

县(市、区)有 15个,主要分布在鹤城区、武陵源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石门县等县(市、区);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市、区)有

21个,集中分布在片区东北、东南和西南部;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市、区)有 1个,分布在片区的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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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6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格局 

从空间分布看,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图 2)。乡村转型度高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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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距离湖南省经济中心或者城市市区较近,城乡一体化

的推进,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受长株潭和各市州中心城市等辐射带动作用较强,乡村转型速度快。乡村转型度低或较低的县域主要

分布在片区西北部、东南部,位于武陵山和雪峰山山脉一带,该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受地形、资源本底、空间区位

及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发展动力不足,乡村转型速度慢。 

表 2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类型划分 

乡村

转型

度 

2006 年 2011 年 2016 年 

高水

平区 

武陵源区、吉首市、鹤城区、 

冷水、江市 4个(10.81%) 

武陵源区、吉首市、鹤城区、冷

水江市、石门县、洪江市、中方

县 7个(18.92%) 

武陵源区、永定区、吉首市、鹤城区、冷水江市、石

门县、保靖县、花垣县、泸溪县、沅陵县、辰溪县、

涟源市、洪江市、中方县、靖州县 15个(40.54%) 

较高

水平

区 

永定区、洪江市 2个(5.4%) 

永定区、花垣县、沅陵县、辰溪

县、泸溪县、靖州县、溆浦县、

涟源市 8个(21.62%) 

桑植县、慈利县、龙山县、永顺县、古丈县、凤凰县、

芷江县、新晃县、会同县、通道县、绥宁县、新宁县、

武冈市、洞口县、隆回县、邵阳县、新邵县、新化县、

安化县、溆浦县 21个(56.76%) 

较低

水平

区 

石门县、桑植县、沅陵县、 

辰溪县、泸溪县、中方县、 

绥宁县、靖州县 8个(21.62%) 

桑植县、慈利县、古丈县、保靖

县凤凰县、麻阳县、芷江县、会

同县绥宁县、通道县、洞口县、

新宁县新邵县、安化县 14个

(37.84%) 

城步县 1个(2.7%) 

低水

平区 

慈利县、龙山县、永顺县、 

保靖县、古丈县、花垣县、 

凤凰县、麻阳县、芷江县、 

新晃县、会同县、通道县、 

城步县、安化县、涟源市、 

溆浦县、新化县、隆回县、洞

口县、武冈市、邵阳县、新邵

县、新宁县 23个(62.16%) 

龙山县、永顺县、新晃县、新化

县隆回县、城步县、武冈市、邵

阳县 8个(21.62%) 
 

 

2.2 乡村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发展是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城市辐射及区域政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借鉴目前已

有研究成果[5],遵循科学性、客观性和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则,本文从自然因素、区位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 4 个方面选取 11

个因素(图 3),利用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影响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自然因素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基础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拔、坡度及耕地资源数量等方面。海拔越高、坡

度越陡,土地开发利用的难度越大,从而制约农业发展和工业布局,目前农业仍是乡村的主导产业,耕地资源数量影响农业收益,

选取坡度(X1)、地形起伏度(X2)、农用地资源数量(X3)3个指标来反映自然因素对乡村转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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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因素影响乡村发展的机会,优越的区位条件与便利的交通,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交通便利、距离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近的地区,容易受到城市的辐射带动,促进乡村要素向城镇要素转变,从而加快乡村转型,选取距所在市州中心城市距离

(X4)反映地区区位条件的优劣。 

经济因素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等,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影响农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乡村转型速度越快。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解放劳动力,促进剩余劳动力

转移。研究选取人均 GDP(X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7)、农业机械化水平(X8)4 个指标反映县域经济发展

情况。 

社会因素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居民消费水平、储蓄存款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居民储蓄与消费水平的

提高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加快乡村发展,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农民生产、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选取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9)、人均储蓄存款(X10)、人口受教育程度(X11)3 个指标来反映。 

 

图 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形成机制图 

2.2.1 因子探测 

运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计算各影响因素对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决定力 q 值,q 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乡

村转型发展空间分异的作用强度越大,且是决定乡村转型度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地理探测器善于分析类型变量,本文采用自然

断裂法将每个影响因素划分为 5个等级进行离散化处理,然后以此为阈值对 3个研究时段的各项指标进行因子探测分析。 

将因子探测的 q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表 3),以方便比较不同探测因子在不同时期对乡村转型影响程度的变化。2006 年对乡

村转型度空间分异影响较大的因子(q>0.4)是人均 GDP(0.48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0.47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0.455)、人均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0.443)。2011 年对乡村转型度空间分异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q>0.4)是人均地方财政投入(0.631)、人均

GDP(0.62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0.603)、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0.548)。2016年影响乡村转型度空间分异较大的因子(q>0.4)

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0.608)、人均GDP(0.578)、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0.525)、人均储蓄存款(0424)。从整体上看,湖南武陵

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其中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 q值位于前列,是影响乡

村转型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乡村转型的空间分异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 3 2006～2016 年乡村转型因子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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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2011 年 2016 年 

因子排序 q 因子排序 q 因子排序 q 

X5 人均 GDP 0.483* X6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0.631* X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608* 

X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474* X5 人均 GDP 0.622* X5 人均 GDP 0.578* 

X6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0.455* X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603* X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525* 

X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443* X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548* X10 人均储蓄存款 0.424* 

X10 人均储蓄存款 0.390* X10 人均储蓄存款 0.388* X6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0.367* 

X3 农用地资源数量 0.194 X8 农业机械化水平 0.381* X3 农用地资源数量 0.234* 

X11 人口受教育程度 0.161 X11 人口受教育程度 0.378* X8 农业机械化水平 0.229* 

X4 距所在市州中心城市距离 0.156 X3 农用地资源数量 0.149 X11 人口受教育程度 0.121 

X8 农业机械化水平 0.123 X4 距所在市州中心城市距离 0.113 X4 距所在市州中心城市距离 0.119 

X1 坡度 0.063 X1 坡度 0.030 X1 坡度 0.017 

X2 地形起伏度 0.029 X2 地形起伏度 0.013 X2 地形起伏度 0.007 

 

2.2.2 交互探测 

乡村转型的空间分布与分异特征的形成并非只受到单一因子或单一性因素的影响,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 2016 年

为研究年份,运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探究 2 个因素共同作用时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影响程度,交互探测结果显示(表 4),各

影响因素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为增强关系,包括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不存在独立和减弱的关系,说明各因子间的交互作

用会增强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并不是单因素造成的,而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均GDP、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其他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q值均在 0.60 以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

与其他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q值均大于 0.50,说明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均储蓄存款是影响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重要因子,且这5个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共同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 

表 4 2016年乡村转型度交互探测值 

交互因子 q(A∩B) q(A) q(B) 交互结果 交互因子 q(A∩B) q(A) q(B) 交互结果 

X1∩X2 0.095 0.017 0.007 非线性增强 X4∩X6 0.516 0.119 0.367 非线性增强 

X1∩X3 0.663 0.017 0.234 非线性增强 X4∩X7 0.804 0.119 0.608 非线性增强 

X1∩X4 0.292 0.017 0.119 非线性增强 X4∩X8 0.423 0.119 0.229 非线性增强 

X1∩X5 0.839 0.017 0.578 非线性增强 X4∩X9 0.651 0.119 0.525 非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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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6 0.664 0.017 0.367 非线性增强 X4∩X10 0.726 0.119 0.424 非线性增强 

X1∩X7 0.820 0.017 0.608 非线性增强 X4∩X11 0.549 0.119 0.121 非线性增强 

X1∩X8 0.558 0.017 0.229 非线性增强 X5∩X6 0.617 0.578 0.367 双因子增强 

X1∩X9 0.682 0.017 0.525 非线性增强 X5∩X7 0.736 0.578 0.608 双因子增强 

X1∩X10 0.769 0.017 0.424 非线性增强 X5∩X8 0.686 0.578 0.229 双因子增强 

X1∩X11 0.301 0.017 0.121 非线性增强 X5∩X9 0.678 0.578 0.525 双因子增强 

X2∩X3 0.411 0.007 0.234 非线性增强 X5∩X10 0.628 0.578 0.424 双因子增强 

X2∩X4 0.325 0.007 0.119 非线性增强 X5∩X11 0.740 0.578 0.121 非线性增强 

X2∩X5 0.604 0.007 0.578 双因子增强 X6∩X7 0.645 0.367 0.608 双因子增强 

X2∩X6 0.508 0.007 0.367 非线性增强 X6∩X8 0.500 0.367 0.229 双因子增强 

X2∩X7 0.784 0.007 0.608 非线性增强 X6∩X9 0.545 0.367 0.525 双因子增强 

X2∩X8 0.395 0.007 0.229 非线性增强 X6∩X10 0.528 0.367 0.424 双因子增强 

X2∩X9 0.546 0.007 0.525 非线性增强 X6∩X11 0.500 0.367 0.121 双因子增强 

X2∩X10 0.562 0.007 0.424 非线性增强 X7∩X8 0.779 0.608 0.229 双因子增强 

X2∩X11 0.233 0.007 0.121 非线性增强 X7∩X9 0.755 0.608 0.525 双因子增强 

X3∩X4 0.343 0.234 0.119 双因子增强 X7∩X10 0.770 0.608 0.424 双因子增强 

X3∩X5 0.735 0.234 0.578 双因子增强 X7∩X11 0.754 0.608 0.121 非线性增强 

X3∩X6 0.502 0.234 0.367 双因子增强 X8∩X9 0.560 0.229 0.525 双因子增强 

X3∩X7 0.805 0.234 0.608 双因子增强 X8∩X10 0.638 0.229 0.424 双因子增强 

X3∩X8 0.541 0.234 0.229 非线性增强 X8∩X11 0.662 0.229 0.121 非线性增强 

X3∩X9 0.817 0.234 0.525 非线性增强 X9∩X10 0.583 0.525 0.424 双因子增强 

X3∩X10 0.815 0.234 0.424 非线性增强 X9∩X11 0.507 0.525 0.121 双因子增强 

X3∩X11 0.728 0.234 0.121 非线性增强 X10∩X11 0.505 0.424 0.121 双因子增强 

X4∩X5 0.677 0.119 0.578 双因子增强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综合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揭示各驱动因子在乡村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及交互关系,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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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存在时空差异性。时间序列上,2006～2016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

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空间分布上,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西北部、东南部,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总体

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 

(2)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特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人均储蓄存款;交互探测

结果显示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能够增强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地方财政投入、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与其他因子之间共同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3)本研究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设施”等乡村转型发展核心要素对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进行综合测度,揭示了

乡村转型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了影响乡村转型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强度,对认识片区乡村转

型空间分布与变化,促进乡村转型、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

义。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乡村转型形成机理的研究。此外,由于县域尺度下数据获取局限性,影响因素指标选取时未将政策因素纳

入研究,这也是后续研究中有待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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